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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口集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发展则可能进一步加剧人口集聚｡ 选取我国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

2011—2020 年的面板数据,使用 Tapio 脱钩模型､ 泰尔指数分析这些城市人口集聚和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与脱钩情

况｡ 结果发现:①研究期内,城市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口集聚对经济

增长的长期影响存在调节效应,当城市常住人口达到超大城市规模时,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②特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增幅明显大于超大城市,而超大城市的人均 GDP 增幅明显大于特大城市｡ ③深圳､ 广州､ 西

安等城市的人口集聚增幅明显,而重庆､ 北京､ 南京等城市的人均GDP增幅明显,从短期看具有较大的人口集聚滞后

效应;长沙､ 深圳､ 郑州等城市的省内 GDP 比重远大于人口比重,从长期看具有较大的人口集聚增长潜力｡ ④整体

上,21 个特大以上城市的脱钩状态良好,尤其是四大分区中的西部､ 中部和七大分区中的华北､ 华南､ 华中､ 西南

的脱钩状态较好,具体包括北京､ 深圳､ 上海等 14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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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人口集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发展则可能进一步加剧人口集聚｡随着我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居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城

市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凸显,城市人口逐渐向经济实力雄厚､区位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完善的三大中心城市群和六大核心城市

集聚[1],如东部的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中西部的重庆､成都､郑州､长沙､西安､武汉,人口分布总体呈现

“3+6”的格局特征｡作为“3+6”人口分布格局的核心组成部分,北京､上海､广州等21个特大以上城市在我国的人口分布格局中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020 年,21 个特大以上城市以约占全国 3.4%的土地面积承载了 20.7%的全国人口,并实现了约占全国

32.8%的经济总量｡人口集聚给特大城市带来了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城市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交通拥挤､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

等问题,阻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日趋加快,人口红利效应逐渐消退,经济增速也将有所放缓
[2]｡那么,

作为我国城市人口集聚的典型代表,特大以上城市的人口集聚是否依然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或者说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是

                                                        
1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1ND0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

号:18ZDA070);陕西国际商贸学院科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编号:SSY20TD01)｡ 

作者简介:叶文显(1982-),男,湖北省武汉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 

曾绍龙(1979-),男,江西省宁都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金融｡ 



 

 2 

否会出现某种程度的脱钩?这正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从多维度探讨了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人口集聚可促进经济增长｡如,Abel

等[3]运用城市生产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口集聚每增长 1 倍,劳动生产率将提高 2%—

4%;Baldwin 等[4]实证发现,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人口空间集聚往往会导致区域经济增长;Fan[5]实证研究表明,高密度的人口

分布有利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杨东亮等[6]构建了基于工具变量法的 OLS 回归模型,结果表明省级人口集聚具有明显的经济增长

效应;宋宝琳等[7]选取京津冀地区 11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后发现,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人口集聚均对经

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②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或促进作用不显著｡如,Haan 等[8]经过实证后发现,人口集聚会增加

城市压力,进而影响经济增长;Jones[9]的研究成果表明,人口集聚会显著削弱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劳动生产率;Henderson[10]研究发

现,城市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城市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的最优规模;曾永明等
[11]
认为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同时存在正向的集聚效

应和负向的拥挤效应,当拥挤效应起主导作用时,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有负向的抑制作用｡③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

系｡如,Brülhart 等[12]运用 OLS 和 GMM 模型研究了人口经济活动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集聚只会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

推动 GDP 增长,且集聚效应满足威廉姆森假设;Nkalu 等[13]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例,实证研究了经济增长､城乡关系与城市群

的动态效应,结果发现城乡人口增长对城市群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从而证实了威廉姆森假说的有效性;陆旸[14]选取118个国家间隔

10 年的两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首位值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人口首位值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 U 型”关系;王智

勇[15]采用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 GMM模型,结果发现人口集聚与经济发展之间呈“倒 U型”关系｡ 

综上,尽管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但是其研究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已有成果的研究范围

多为一般地级市,而较少涉及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事实上,人口集聚在给特大以上城市带来集聚效应的同时,也会带来糟糕的拥

挤效应[16],人口集聚是否会显著促进特大以上城市的经济增长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关注人口集

聚是否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而较少关注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效应｡事实上,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

空间不一致性和人口滞后效应[17,18],研究两者之间的脱钩效应十分必要｡鉴于此,本文选取我国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 2011—2020 年

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变动趋势与脱钩趋势,以期为我国特大以上城市制定合理的人口集聚

政策,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研究范围与指标选取 

1.1 研究范围 

本文的研究范围为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具体包括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深圳､天津､广州 7 个超大城市和武汉､东莞､杭州､

南京､青岛､长沙､郑州､大连､西安､佛山､沈阳､济南､哈尔滨､昆明 14 个特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判断标准为城区常住人口介于

500—1000 万人之间,而超大城市的常住人口则大于 1000 万人｡城市类型的判断依据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

果｡将 21个特大以上城市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七大区域和四大区域｡ 

1.2 指标选取 

从已有文献的选取指标看,经济增长主要采用人均GDP表征,而人口集聚则多采用人口密度､多指标加权求和法和区位商指数

､不均衡指数､地理集中度指数
[19,20]

等｡统计指数表征,考虑到本文主要测度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的相对人口集聚度及其与经济增长

的脱钩关系,结合指标的可获取性､科学性原则,最终采用人均GDP来表征经济增长｡即用地区GDP与年末常住人口的比值来衡量,

采用人口地理集中度表征人口集聚程度,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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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i､Mi 和 Ri 分别为城市 i 的人口集聚度､城市土地面积和年末常住人口数,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 21个特大以上城市的

年度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时间为 2011—2020年｡ 

2 研究方法 

2.1Tapio 脱钩模型 

鉴于Tapio 脱钩模型具有独特的时间演化分析优势和具有不同量纲的指标分析特点[21],本文采用 Tapio脱钩模型进行脱钩分

析,计算公式为: 

 

式中:Tai为城市i在第a时期的脱钩系数;ΔPai和ΔGai分别为城市i在 a､b期间人口集聚度与人均产值的变化量;Pbi和

Gbi 分别为城市 i在第 b 时期的人口集聚度和人均产值｡根据脱钩系数的取值范围､人口集聚与人均产值的变化情况,将脱钩状态

划分为 8种类型｡ 

2.2 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既是衡量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及其来源的重要指标,也是分析区域发展差异的重要工具｡为了衡量人口集聚与经济增

长的不平衡性,本文采用泰尔指数 R总进行测度,并将 R总指数分解为区域间差异 RL和区域内差异RV｡计算公式为: 

 

式中:k 和 j分别为第 k 个区域和第 j 个城市;n 和 d分别为区域个数和某区域的城市个数;Pj 和 Pkj 分别为城市 j 和区域 k

中城市 j的人口集聚度;Pk 和 P 分别为区域 k的人口集聚度总和与所有城市的人口集聚度总和;G为人均 GDP,公式中下标含义与

人口集聚度 P相同,不再赘述｡ 

3 结果及分析 

3.1 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运用公式(1)计算我国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的人口集聚度,并进行排序｡运用四分位数法对 21 个城市的人口集聚度及人均 GDP

排名进行划分,排名第 11位的为中位数,排名 1—5位､6—10 位､12—16位和 17—21 位的城市分别对应“高”“较高”“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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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低”4 个档次｡①从人口地理集聚度看,深圳､上海､广州､佛山和东莞为典型的高人口集聚城市和人口密集区,广东省为典型

的高人口集聚省份,哈尔滨､重庆､昆明､杭州和大连为典型的低人口集聚城市｡2020 年,深圳的人口地理集聚度为 9.92,而哈尔滨

为 0.21,前者是后者的 47.24 倍｡②从经济增长的人均 GDP 来看,北京､深圳和广州为典型的高经济增长城市和经济富集区,哈尔

滨､重庆､西安和昆明为典型的低经济增长城市和经济欠佳区｡2020 年,北京的人均 GDP 为 16.49 万元,而哈尔滨为 5.18 万元,前

者是后者的 3.18 倍｡由此可知,21 个特大以上城市在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两级分化严重｡从各年

度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看,2011—2020 年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的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人口

集聚高的城市通常拥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7 个超大城市的相关系数同样表明,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14 个特大城市的相关系数表明,虽然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并不显著｡由此可知,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

长期影响可能存在城市规模方面的调节效应,当城市常住人口达到特大城市规模时,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不明显;

当城市常住人口达到超大城市规模时,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 17 个城市(除去 4个直辖市)在各省内的 GDP 比重均值与人口比重均值看(图 1),西安和哈尔滨分别以 24.4%和 29.6%的省

内人口比重在 17 个非直辖特大以上城市中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成都､武汉和沈阳,其省内人口比重均超过 18%,而佛山､东莞､

济南和青岛的省内人口比重均未超过10%｡GDP省内比重方面,哈尔滨､武汉､成都和西安分别以37.8%､36.1%､35.0%和33.3%的GDP

比重高居 17 个非直辖特大以上城市的前四名,其比重皆超过 33%,为典型的 GDP 强省会特大以上城市｡从 GDP 比重与人口比重的

内在关系看,17 个非直辖特大以上城市的省内 GDP 比重均大于人口比重,说明这些城市的常住人口均有一定的增长潜力｡长沙､深

圳､郑州､广州和武汉的省内GDP比重远高于人口比重,这些城市未来可能会吸引大量的人口聚集,直至人口比重接近GDP比重｡需

要指出的是:受户籍政策限制等因素影响,四大直辖市中的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天津的常住人口增长

自 2015 年也呈现明显的放缓趋势,2020 年常住人口为 1386 万人,略高于 2011 年;重庆是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2011—2019 年常

住人口年均增长了约 26万人,增长势头明显,2020 年常住人口为 3205 万人,居特大以上城市之首｡ 

 

图 1 2011—2020 年 17个城市的 GDP比重均值与人口比重均值散点图 

3.2 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 

从人口集聚的相对变动趋势看,2011—2020 年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的平均增幅为 1.92%,其中:超大城市的平均增幅为 1.09%,

特大城市的平均增幅为 2.33%,特大城市的平均增幅明显大于超大城市｡从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的测度结果看,超大城市中深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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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波动尤为明显,增幅分别高达38.3%和20.6%,为典型的人口集聚增长型超大城市,而其他超大城市的波动呈负增长趋势;特

大城市中西安､长沙､郑州和杭州的增幅超过10%,为典型的人口集聚增长型特大城市,而哈尔滨和济南的降幅超过10%,大连､青岛

､沈阳和南京的人口集聚呈负增长趋势,为典型的人口集聚滞后型特大城市｡从四大分区的人口集聚变动趋势看,中部､西部､东部

和东北的变动幅度分别为 10.6%､2.2%､-2%和-11.7%,中部增长明显,为典型的人口集聚增长型区域;东北降幅明显,为典型的人口

集聚滞后型区域;西部和东部则分别呈小幅增长和下降趋势｡四大地区的人口集聚增幅总体呈“中部>西部>东部>东北”的格局

特征｡从七大分区的人口集聚变动趋势看,华南､西北(仅含西安)和华中增长明显,其增幅超过 10%,为典型的人口集聚增长型区域;

华东和西南出现 10%以内的降幅;华北和东北的降幅超过 10%,为典型的人口集聚滞后型区域;七大分区的人口集聚增幅总体呈

“西北>华南>华中>西南>华东>东北>华北”的格局特征｡ 

从人均 GDP 的变动趋势看,2011—2020 年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的平均增幅为 63.80%,其中,超大城市的平均增幅为 74.23%,特

大城市的平均增幅为 58.58%,超大城市的平均增幅明显大于特大城市｡从 21 个城市的测度结果看,超大城市中重庆和北京的波动

尤为明显,其增幅分别高达 122.8%和 90.9%,为典型的经济发展增长型超大城市,而其他超大城市的增幅介于 37.3%—80.8%;特大

城市中南京､昆明和武汉的增幅均超过90%,为典型的经济发展增长型特大城市,而沈阳､大连､哈尔滨和佛山的增幅均低于40%,为

典型的经济发展滞后型特大城市｡从四大分区的人均 GDP 变动趋势看,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的变动幅度分别为 106.5%､101.2%､

71%和 7.7%,东部和西部的增长明显,为典型的经济发展增长型区域,而东北仅增长了7.7%,为典型的经济发展滞后型区域,四大分

区的人均 GDP 增幅呈“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的格局特征｡从七大分区的人均 GDP 变动趋势看,华东和西南的增幅均超过 100%,

为典型的经济发展增长型区域,华中､华北和西北的增幅低于 90%;华南和东北的增幅仅为 42.3%和 7.7%,为典型的经济发展滞后

型区域,七大地区的人均 GDP增幅总体呈现“华东>西南>华北>西北>华中>华南>东北”的格局特征｡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的人口集聚状况明显不一｡本文运用泰尔指数测度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人口集聚差异｡从四大分区的

测度结果来看,除 2020 年外,区域内差异基本维持在 0.16-0.17,区域间差异维持在 0.05-0.07,泰尔指数维持在 0.22-0.24,区域

内差异明显大于区域间差异｡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明显高于其他3个地区,为典型的人口集聚高差异区域;东北地区的区域内差

异最小,为典型的人口集聚低差异区域｡四大地区的人口集聚差异总体上呈现“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的格局特征｡从七大

分区的测度结果来看,除 2020 年外,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大致相当,两者基本都维持在 0.11-0.13,且区域内与区域间差异分

别呈下降和上升趋势,泰尔指数维持在0.22-0.24｡华东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明显高于其他5个地区,为典型的人口集聚高差异区域,

其次是西南地区,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最小,为典型的人口集聚低差异区域｡七大分区的人口集聚差异总体上呈现

“华东≥西南>华南>华中>东北>华北”的格局特征｡ 

3.3 城市维度的脱钩趋势分析 

从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脱钩状况看,除 2020 年外,绝大部分城市的脱钩状态为“类型 1”和“类型 2”,各年度脱钩理想类城

市所占比重介于86%—100%,代表性城市包括北京､深圳､东莞､佛山､济南､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郑州､广州､成都､重庆和昆明等

14 个城市,包括 6 个超大城市和 8 个特大城市,说明这些城市的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处于最理想的强脱钩状态或较理想的弱脱钩

状态,表现为人口集聚脱钩效应的优势城市｡具体来说,东莞和南京的脱钩类型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其脱钩状态始终为最理想

的“类型 1”,说明这 2 个城市在抑制人口集聚的同时实现了人均产值的大幅增长;北京､上海和重庆的脱钩状态由“类型 2”转

变为“类型 1”,即从较理想的弱脱钩状态演变为最理想的强脱钩状态,说明这 3 个城市发生了从“人均产值增速明显快于人口

集聚”的同向增长型到“人口集聚下降､人均产值继续增长”的单向增长型演变;深圳､佛山､杭州､郑州､广州和昆明的脱钩状态

由“类型 1”转变为“类型 2”,即从最理想的强脱钩状态演变为较理想的弱脱钩状态,说明这 6个城市发生了从“人口集聚下降

､人均产值增长”的相向型增长模式到“人口集聚缓慢增长且增速始终低于人均产值”的同向型增长模式演变;济南､武汉和成都

的脱钩状态呈现“类型 1”和“类型 2”的强弱脱钩交替式演变,总体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W”型波动,说明这

3个城市的人口集聚状况并不稳定,但人均产值始终处于高速增长的理想状态｡ 

除 2020 年外,天津､长沙､西安､青岛､哈尔滨､沈阳和大连的脱钩状况至少出现了 1 个年度的不理想情形,脱钩效应欠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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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津､长沙､西安､青岛和哈尔滨均出现了 1 个年度的不理想状态,如天津､长沙和西安分别在 2015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出现

了脱钩“类型 6”的不理想状态,说明这 3 个城市在上述年度的人口集聚增速明显快于人均产值,出现了扩张负脱钩的不理想状

态;哈尔滨在2016年出现了脱钩“类型4”的强负脱钩状态,即在人口集聚上升的同时,人均产值出现了下降趋势;青岛在2019年

出现了脱钩“类型 5”的弱负脱钩状态,即人均产值的降速明显快于人口集聚｡沈阳和大连的脱钩状况出现了多个年度的不理想

情形,如沈阳在 2014 年､2016 年和 2017 年多次出现了“类型 5”的弱负脱钩状态,大连在 2014 年和 2016 年分别出现了“类型

4”和“类型 5”的不理想状态,在上述年份沈阳和大连的人均产值均呈现下降趋势,而人口集聚则出现了提升或下降趋势,人口

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不理想状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与 2019 年以前常住人口的年度小幅波动相比,2020 年绝

大部分特大以上城市的常住人口均出现了较大波动,受此影响,许多城市 2020年的脱钩状态相对于2019年有了明显改变｡ 

3.4 区域维度的脱钩趋势分析 

除 2020 年外,四大分区中的西部和中部地区的脱钩状态均由“类型 1”演变为“类型 2”,即由最理想的强脱钩状态演变为

较理想的弱脱钩状态;东部地区在 2015 年和 2017 年出现了两次“类型 4”的强负脱钩状态,即人口集聚快速上升的同时出现了

人均产值下降的不理想状态,表现为典型的人口集聚高速增长与经济发展滞后型区域;东北地区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分别出现了

“强负脱钩”和“衰退脱钩”的不理想状态,即在人口集聚上升或下降的过程中出现了人均产值下降的不理想状态,表现为典型

的经济发展滞后型区域｡ 

七大分区中,华北､华南､华中和西南地区的脱钩状态较好,除 2020 年外,上述地区的脱钩状态始终为最理想的强脱钩状态或

较理想的弱脱钩状态｡其中,华北和西南地区以最理想的强脱钩状态为主,表现为典型的人口集聚抑制与经济发展增长型区域｡华

南和华中地区以较理想的弱脱钩状态为主,表现为典型的人口集聚小幅提升与经济发展高速增长型区域｡华东､东北和西北地区

的脱钩状态稍差,其中,华东地区在 2015年和 2017 年出现了弱负脱钩的不想理状态,表现为典型的人口集聚抑制与经济发展滞后

型区域｡东北地区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出现了“类型 4”和“类型 3”的不想理状态,表现为典型的经济发展滞后型区域,而西北

地区在2019年出现了扩张负脱钩的不想理状态,表现为典型的人口集聚高速增长型区域｡受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现大幅波

动的影响,大部分地区的脱钩类型在2020年发生了较大变动｡ 

4 结论､启示与讨论 

本文选取我国 21个特大以上城市 2011—2020 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 Tapio脱钩模型和泰尔指数定量测度了这些城市的人

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变动趋势与脱钩趋势｡主要结论如下:①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正相

关关系,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存在调节效应,当城市常住人口达到超大城市规模时,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②西安和哈尔滨为典型的人口兼 GDP 强省会特大城市,成都和武汉为典型的 GDP 强省会城市｡17 个非直辖特大以上城

市的省内 GDP 比重均大于人口比重,这些城市均有一定的人口增长潜力,尤其是长沙､深圳､郑州､广州和武汉的增长潜力较大｡③

特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增幅明显大于超大城市｡超大城市中深圳和广州的人口集聚增幅尤为明显,特大城市中西安､长沙､郑州和杭

州的人口集聚增幅明显｡四大分区的人口集聚增幅总体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东北”的格局特征,七大分区的人口集聚增幅总

体呈现“西北>华南>华中>西南>华东>东北>华北”的格局特征｡④超大城市的人均 GDP 增幅明显大于特大城市｡重庆､北京､南京

､昆明､武汉､上海和成都的人均 GDP 增幅均超过 80%,表现为典型的经济发展增长型特大以上城市｡四大分区中,东部和西部地区

的人均 GDP 增幅明显;七大分区中,华东和西南地区的人均 GDP 增幅明显,而华南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的人均 GDP 增幅较小｡⑤大

部分城市处于最(较)理想的脱钩状态,尤其是北京､深圳､东莞､佛山､济南､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郑州､广州､成都､重庆和昆明

等 14 个城市｡各年度脱钩理想类城市所占比重均超过 86%,四大分区中西部和中部的脱钩状态较好,而七大分区中华北､华南､华

中和西南地区的脱钩状态较好｡ 

鉴于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正相关关系,且 17 个非直辖特大以上城市的省内 GDP 比重均大于其

人口比重,说明除上海､北京等城市应限制人口户籍外,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仍有较大的扩展空间,应进行合理的规划引导,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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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华南､华中和西南地区的特大以上城市,短期内应继续扶持深圳､广州､西安､长沙､郑州､杭州等人口集聚高速增长城市,由于

惯性效应,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在短期内还会持续增长;中期内要重点支持重庆､南京､昆明､武汉､成都等经济高速增长城市,由

于人口滞后效应,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在中期内将会有所增长;长期内应积极挖掘长沙､深圳､郑州､广州和武汉等城市的人口潜

力,这些城市的省内 GDP 比重远大于人口比重,具有较大的人口增长潜力｡根据各城市的脱钩状况,北京､深圳､东莞､佛山､济南､

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郑州､广州､成都､重庆和昆明等 14 个城市的脱钩状态较好,可进一步适度扩展这些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

天津､长沙､西安､青岛､哈尔滨､沈阳和大连的脱钩状况至少出现了 1 个年度的不理想情形,如天津､长沙和西安应适度控制人口

集聚增速,以保证与适宜的经济增速相协调;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青岛､沈阳､大连和哈尔滨应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速,以缓解人

均产值下降的不利影响｡ 

本文从城市维度和区域维度的视角,深入分析了21个特大以上城市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和脱钩趋势,在人口集聚

与经济增长､人口比重与GDP比重､人口集聚增幅与人均GDP增幅的内在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为我国特大以上城市制

定人口集聚与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了参考｡但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本文研究范围局限于典型的特大以上城市,而没有涉及

一般的地级市;对于不同的特大以上城市,如何结合具体城市特点推动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也较少涉及｡未来,我国人

口负增长或人口停滞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人口老龄化趋势也将更加明显,GDP 增速可能会进一步趋缓,居民收入增长也将相应放

缓,消费低迷可能随之产生,当不能再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时,居民消费势必会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如何

更好地促进各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如何更有效地促进各特大城市的居民消费?如何在城市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优化配置资源?这

些将是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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